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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与家园共同体建构

——以云南某市X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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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进程和多元文化交流影响多民族聚居传统村落，新时代从理论和实践

层面系统建构家园共同体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梳理社会学、人类学关于共同体的理论脉

络，分析村落共同体在多民族聚居村落中的局限性。以云南省某市 X 村为实证研究对象，

分析其在市场化改革前、市场化改革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等三个时段演变特征。市场

化改革前，X村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市场化改革时期，旅游介入带来快速发展，但出现利益分

配不均、文化特色削弱等问题，导致共同体退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互惠的共同

体，注重利益公平分配和文化传承。基于实证分析，从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

维度界定家园共同体的概念，并综合考虑多维度动态变化、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原则、突出

政策和社区参与等方面来解析其内涵，创新建构家园共同体框架体系，提出优化民族家园

环境、激活民族文化发展、激发家园保护意识等家园共同体建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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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要着眼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1]在现代化

进程加速与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

遇。这些村落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还承载着各民族独特的

精神记忆。然而，随着城市化推进、外来文化冲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出现

了诸多问题。部分村落的家园保护意识淡薄，村民对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导致一些具有

民族特色的建筑、民俗等逐渐消逝；多民族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也遭遇困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与传承受到阻碍，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

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以往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研究，早期多聚焦单一民族文化剖析，致力于

挖掘各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与价值。但近年来，研究视角逐渐拓宽，呈现出从单一民族文化研究向

多民族综合研究转变的趋势，更加关注村落整体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如

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面对多民族聚居村落的复杂性，传统村落共同体概念难以全面阐释

其发展特点与需求。不同民族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村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为复

杂，而以往研究对此缺乏深入且系统的探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时代系统建构适应现代化发展

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共同家园，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以极具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云南省某市X村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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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田野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梳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关于共同体的理论脉络，从历时性角度

剖析多民族聚居村落的演变逻辑，深入分析其“稳定的共同体−退化的共同体−互惠的共同体” 的嬗

变历程。从理论层面提出并阐述家园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突出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

值三个维度，推进少数民族家园问题的学理化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

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科学认识。在实践方面，通过多民族聚居村落实地调研，提高本土

民族和全民对多民族聚居村落的认知，助推家园共同体建构，探索切实可行的建构策略，促进各民族

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为其他地区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保护提供范例，进而有效推动西南地区民族

融合发展，强化我国民族聚居区家园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共同体理论基础

1.中西方共同体理论

西方共同体的观念萌芽于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部落制度走向国家制度的古希腊[2]。柏拉图探讨

了城邦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形式，强调了共同的道德和价值对于城邦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性。亚里士多

德则进一步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城邦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西

方早期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在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德国社会学家 Ferdinand 率先提出“共同体”概

念[3]，其认为本能的中意、习惯或共同记忆构成共同体的核心连结基础，进而细分出血缘、地缘与精神

共同体三种基本形式，为后续共同体研究奠定基石。英国社会学家Zygmunt将“共同体”解读为社会

中多元层次团体或组织，基于主客观共同特征构建，拓展了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4]。美国民族主义理

论家Benedict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观点[5]，更从独特视角揭示民族建构特质，虽成员难以全

部直面交流，但共同想象凝聚群体认同，此观点于理解民族共同体意义深远，亦启发对村落、文化等

共同体多元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就有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儒家强调“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与

共同进步。家族观念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形成一个紧密的

共同体。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这一关键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 “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一极具前瞻性与深远意义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之际，始终秉持

兼顾他国合理诉求与利益关切的胸怀，积极发挥促进各国携手迈向共同发展的建设性力量[6]。此理

念以其超越国界与种族局限的宏大视野，大力倡导全球各国在各个领域形成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格

局，通过深度合作达致共赢局面，进而凝聚合力共同直面并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与此

同时，在国内事务范畴内，着重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关键导向[7]，全力推动各民族同胞

深度凝聚共识、汇聚磅礴力量，共同投身于团结奋进的伟大征程之中，齐心致力于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的宏伟目标，以此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繁荣昌盛的稳固基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2.村落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对

象。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学者依据“满铁”调查资料展开“戒能—平野论争”。平野派坚称中国村落因

连带互助、生命协同、整体亲和及共同规范特质彰显共同体特性；戒能派则以地理边界模糊、共同财

产缺失、阶层分化与利益疏离为由否定[8]。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研究者对于中国村落的研究和

观点是基于特定时期和特定背景的,而中国的乡村情况复杂多样，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具

有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村落研究中，“共同体”概念始于 20世纪初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9]。费孝通与林耀华等

学者将社区视作洞察中国整体社会的微观窗口，像《江村经济》[10]以及《金翼》[11]等研究成果，为中国社

区共同体的学术探索筑牢了根基。在学界，诸多研究成果能为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例如，依照不同

历史时期村落共同体的特质，可将其划分为 “宗族主导型”的“自然性共同体”“行政主导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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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共同体”以及“市场主导型” 的 “利益性共同体”[12]；我国村落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从道义主

导、到强制主导、再到有限主导的阶段性变迁特征[13]。伴随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共同体走向衰落，村

落边界日益开放，这些已成为乡土社会的常见景象[14]。于是，国内学者们相继提出 “村落的式微与消

逝”以及村落转型阶段共同体重构[15⁃17]等重要研究命题。但是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在多民族聚居村落

中不完全适用，这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考虑多民族聚居村落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多民族聚居

村落中，不同民族间可能存在着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到村民的互动

和合作。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更好地描述和理解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特点和需求。

二、云南省某市X村案例调研

1.X村概况

X村位于云南省某古城西北 4千米处，东面邻青龙河，西面邻松云片区自留山，南面邻仁里三社

新村，北邻仁里老村，背靠石莲山，面朝青龙河。此村地处 XX 古镇的核心区域，在纳西语里被称作 
“绍坞”，其含义为 “位于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纳西族先辈们在某坝子中较早形成的聚居点之一，作为

古道沿线留存极为完整的关键集镇，生动展现了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逐步迈向商业文明的转变历

程，堪称因对外开放与马帮活动而兴起的集镇建设方面的杰出典范[18]。XX社区下辖文明、中和、街

尾、仁里、松云、庆云、红山 7 个村民小组，现有户数 702户 2868人，主要民族为纳西族、汉族、藏族、白

族等[19]。据当地相关记载，自古代某时期起，当地某家族先祖在该地区定居，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格局，

其中涉及到原名为“XX”的地方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等情况。XX古镇开通于古代某朝代的一条重

要贸易通道,以滇南为起点，穿越丽江，径直延伸至西藏拉萨，在历经唐宋、元、明、清长达千余年的持

续运作与不断发展进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各个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20]。

该村过去以农业生产为主，如今旅游服务业和房屋出租成为主要产业。

研究之所以选择X村作为个案进行调研分析，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X村在历史文化维度具

有深厚积淀，作为XX古镇核心和茶马古道重要集镇，见证了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演进，为探究多

民族聚居村落演变提供了丰富且连贯的样本。其二，其多民族聚居的特性显著，不同民族长期共同

生活、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生态，这对于深入剖析民族间的互动模式、文化交流机制及

其对村落演变的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三，经济发展方面，从传统农业到现代旅游服务业和

房屋出租业的转型历程清晰，这种转变对村落的物理环境、文化传承等方面产生了系统性影响，有助

于厘清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逻辑。其四，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其在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加之作

为某古城的一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在国际层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全球其他多民族聚

居村落的研究和保护发展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示范价值。

2.实地调研

研究的一手资料源自作者 2022年 7月、2023年 2月所开展的实地调研工作。其间针对X村的村

落环境、建筑风貌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拍摄村落照片。通过对X村中来自

不同少数民族、处于不同年龄段且从事不同职业的村民代表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深度探寻他们于村

落演变进程中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独到见解，旨在明晰村民的民族认同情况以及对自身所生

活环境的认知，从而获取更为丰富且深入的质性资料。此外，还走访了某市住建局，与相关政府部门

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以了解该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际状况，并获取了《2022年某市XX区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实施方案》《中国传统村落档案——XX社区》《某市XX区XX街道XX社区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2016-2030）》等一系列最新资料。

三、多民族聚居X村共同体演变逻辑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理

念的兴起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革。这些变化对X村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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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研究价值。通过回顾这些政策对X村演变发展的影响，为今后

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使政策更贴合传统村落的实际保护和发展需求。研究将X村分为三个

时期进行演变特征分析:1992年之前，市场化改革之前；1992−2012年，市场化改革时期；2012年至

今，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早期X村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形成传统稳定的共同体；随着市场化改革、

现代化进程和旅游业发展，多民族聚居村落面临过度开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共同体受到冲击；

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多民族聚居村落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人为破坏力度减弱，加

上政策的保护，逐渐形成互惠共同体，具体的演变逻辑如图1所示。

1.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稳定的共同体（1992年以前）

这一时期X村处于传统、原始状态，其社会结构相对封闭和稳定。历史悠久和具有独特文化的X
村一直保留着水文化、农耕文化、纳西文化、茶马文化四大文化。X村所在的古镇在历史上一度非常

繁荣，曾是古道上重要商业驿站和集镇。此后，古镇往昔的商业与工业蓬勃盛景渐趋式微，曾经熙攘

热闹的商业集镇又回归到了以农耕为主要业态的农村集镇形态。X村的人口流动率极低，当地村民

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人均纯收入只有 800元，市政基础建设严重滞后[21]。据村民回忆，“污水那都是

随便倒；下雨天也都是泥路，没办法走”（村民访谈，20230208）。此时的X村大体符合社会学家滕尼

斯所提出的共同体概念中的特征，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了相对紧密的社群。这种封闭稳定的结

构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模式以农耕为主，生产方式相对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且交通不便等

因素限制了人口流动和外界信息的传入，从而维持了一种原始的、基于地域和血缘的共同体形态。

在社群利益方面，由于农耕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单一性，X村的村民们只能共同依赖当地有限的

自然资源，形成了一种简单且稳定的经济模式，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在文化交融方面，尽管X村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作为古道上的文化交流中心，纳西族、汉族、

藏族、白族文化在这里的交流融合是基于长期的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这种交流融合是缓慢且渐进

的，是在地域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这一阶段的文化传承主

要依靠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

在情感价值方面，地缘和血缘关系使得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紧密，这种情感纽带是基于共同的

生活经历、家族传承以及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村民们共同维护村落秩序和传统，传承祖辈文化

和价值观，是因为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他们生存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2.共同体的冲击与变化：退化的共同体（1992−2012年）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旅游业介入X村的发展，这一阶段符合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落面临经

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给X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业逐渐

兴起，成为X村的重要产业之一。1997年12月，X村所在的XX古镇民居建筑群作为某古城的重要组

图 1 云南 X 村共同体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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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当时地处XX古镇核心区域的X村仍处

于“端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状态，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直到2003年5
月，该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启动XX古镇保护与发展项目和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由昆明集团中标开

发建设，投入资金5.6亿元[22]。此时企业和政府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集团注重保护原有的水文化、

农耕文化、纳西文化和茶马文化，为保留农耕文化征用菜地但又物归原主，保留农耕痕迹；租用九鼎

龙潭方便管理且保障村民饮用；对茶马古道博物馆的保护等。集团投入近 1亿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了当地的硬件条件，使得 XX 古镇从一个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逐渐向现代化旅游小镇转

变[23]。2005年12月，XX古镇被评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原本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渐向旅游服

务业和多业并举转变。村民从单纯依靠耕地为生，转变为参与旅游相关产业，如开饭馆、客栈，从事

导游、清洁工、绿化工等工作，或者通过出租房屋、商铺获取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猛增至 2010年的

8000元。同时，企业通过在古镇外围建设商业设施，如商铺、客栈、酒吧等进行出租、出售以及收取门

票来盈利，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点。

但在旅游业迅猛发展之际，核心保护区所在的遗产区域产生了一系列状况，像一些旅游设施噪

音扰人、道路通行不畅、水源遭受污染等，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干扰与不便。政府与企业对

于该区域的开发理念逐渐有了分歧，一方面政府侧重于保护XX古镇文化遗产和整体风貌，担心过度

商业化开发改变其真实性和文化内涵。管委会担心企业将古镇面貌完全商业化运作，改变原有民居

和街道。另一方面企业看中古镇潜在商业价值，期望通过开发获取经济回报。鼎业集团看重古朴原

始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以实现商业盈利，其开发思路注重长期效益。鉴于以纳西族为

主体的原住民缺乏凭借自身力量参与旅游业以增加收入的资本、渠道，以及相关知识与经验储备，同

时当地在旅游管控方面也缺乏充分筹备，致使众多外来资本与人员如潮水般涌入X村[24]。X村原有

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受到影响，传统的共同体模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地村民原本的自住房

逐渐转变用途，成为用于经营旅游商业设施的出租房。在短短数年之内，大量村民陆续搬离古镇，迁

移至远离遗产区的外围新村居住。

在社群利益方面，旅游开发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原住村民在资本、知识和经验等方面

的劣势，导致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不均。外来资本占据了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原住村民只能通过

出租房屋等方式参与其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少，从而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模式和利益平衡。不

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因为参与旅游产业的程度不同而逐渐拉大。部分民族因从事旅游相关行

业（如经营客栈、出售手工艺品等）而获得较高收入，而部分民族仍然依赖传统农业或其他基础行业，

收入相对较低。再者，企业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征用土地，这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菜地征用问题上，

村民担心失去土地后生活无以为继，像有的村民表示“菜地征走了，老百姓自己要去买菜吃”，部分村

民坚决不签字，引发矛盾与冲突。

在文化交融方面，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使得当地文化面临商业化和同质化的挑战。文化交融同质

化是指在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原本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逐渐趋同，失去其独特性的现象。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建设纳西族风格的仿古建筑作为旅游配套设施用于盈利，过度商业化包装，失

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同时，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当地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逐渐

被同化，原有的独特民族文化特色被削弱。文化传承的主体也不再以当地村民为主，游客也成为文

化传播的新主体之一，同时企业和政府也在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情感价值方面，村落形态的改变（如房屋出租导致村民迁出等）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使得村民

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传统的情感纽带和共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因为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关

注点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围绕村落的传统生活和价值观。

3.共同体的重塑与转型：互惠共同体（2012年至今）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兴起，促使社会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在政策

驱动下，X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互惠共同体。一系列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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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统村落调查与认定工作、建设规划许可制度等，为X村共同体重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

持和保障。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协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以及财政部共同开启了针对中国传

统村落的全面调查与认定行动；2013 年 8 月，某市 XX 街道 X 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4年，X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同年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全国生态文

化村”称号。紧接着，某市XX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托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某市古城

区 XX 街道龙泉社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并按照“一村一档”建立了《XX 社区传统村落档案》。

该区在强化传统村落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推行建设规划许可制度，于核心区建设管控

上毫不松懈，对外围区域的建筑风格、层高体量也予以适度把控；另一方面着重村落周边生态系统的

修复事宜，积极引导农民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精心美化农田生态景观。在相关政策的有力指引下，

X 村有效规避了大拆大建现象，传统村落得以完整保留，未遭建设性破坏，村内各项项目建设均严格

遵循保护发展规划推进，与整体风貌相得益彰，实现了较好的融合与协调。自 2019 年起，该区将传

统村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借助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生活污水的妥善处理、厕

所改造升级、村容村貌的显著提升以及长效管护机制的成功建立等举措，X 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效与进步；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为 21891元/年。2023年 6月，当地政府开始提

倡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该区人民政府与公司合作实施该区域森林旅游相关项目，通过建设生态林

区、观赏林、认养基地、康养酒店、高端民宿、观景平台等旅游观光和休闲基础设施，打造旅拍和生态

康养基地。这一阶段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注重对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社群利益方面，这一阶段更加注重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旅游产业的发

展，通过成立各种合作社，如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流转合作社、置业合作社和劳务合作社等，村集体

和群众以多种形式入股参与旅游开发等经济活动，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此过程中，原住村

民、村集体、参与投资的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都是利益相关主体。原住村民通过土地、劳动力、

资金入股等方式，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有了更多获取经济收益的途径，其在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得到

提升。土地流转合作社使村民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利用，村民可从土地流转收益和旅游产业增

值中获利；劳务合作社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性收入。村集体则通过资金、资产入股，

参与旅游项目的经营管理，获得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村落公共事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企业在获取

经济回报的同时，也需要遵循合作协议，保障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和监管，

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制定相关的分红政策、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等。

在文化交融方面，共同体的主体包括原住村民、游客、当地企业以及政府文化部门等。原住村民

作为本土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和弘扬纳西族、藏族、白族等多民族的文化

习俗、语言文字、艺术形式等。游客在体验旅游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进行互动交流，成为

文化传播的新主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企业通过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活

动，如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手工艺品制作展示等，既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又为文化传承与融合提供

了平台。政府文化部门通过制定文化保护政策、组织文化活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修缮等措施，

积极引导和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

在情感价值方面，全体村民（包括迁出和仍在村内居住的村民）、社区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等都是

重要主体。政策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使得全体村民对村落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增强，共同

参与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意愿提高，重新强化了情感价值的纽带。这符合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认同

和归属感的理论[25]，即当群体成员共同参与某项活动，且该活动与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相关时，会增

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社区组织通过组织各类社区活动，如环保公益活动、文化传承活

动等，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增进了彼此的情感。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改善村落人居环境、提

供公共服务等举措，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如政府

实施的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项目，改善了村落环境，让村民感受到家园的美好，增强了对

家园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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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过去 30 多年X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市场化改革，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

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中，社群利益、文化交融和情感价值共同体的表现和重要性呈现不同的形态。

通过政策引导、合理规划和社区参与等方式，X村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力提升的

多赢局面，共同推动了共同体从退化到互惠的转变，朝着互惠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从经济结构

上看，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旅游、农业协同发展的转变，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通过生态旅游

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收入来源，同时农业生产也在政策引导下实现了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生产

的附加值。从居民收入水平看，通过合作社的利益共享机制，村民收入得到提高，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合理，缓解了经济利益分化问题。从文化传承上看，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

建筑得到修缮和保护，民俗活动和节日庆典重新焕发生机，传统民族文化特色在生态旅游中得到展

示和传承。同时，文化创新与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

丰富了文化内涵，提高了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增强了民间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

社会凝聚力来看，村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虽然部分村民迁出，但他们与村内仍保持着紧密的

联系，如通过参与合作社分红、回村参加文化活动等方式，依然是龙泉村家园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新迁入或在村内创业、就业的群体，也逐渐融入这个共同体中，与原住村民共同构建起互惠互

利、和谐共生的家园共同体关系。利益分化问题得到缓解，不同民族在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承中有了

更多的合作机会，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四、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建构

1.家园共同体概念界定

家园通常指个人或群体所归属的、具有情感寄托和物质基础的地方，它是一个相对较为个体化

和具体化的概念。家园可以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住所，也可以是一个熟悉的社区、村落或城市。对于

个体而言，家园是心灵的港湾，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温暖。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物质环境家园、精神

情感家园、族群互动家园。从物质层面来说，多民族聚居村落是家园的物质载体，即物质环境家园[26]。

它提供了少数民族生活的空间，包括房屋、土地、道路等基础设施，是村民日常起居、劳作的场所。这

里的山川、河流、田园等自然景观，以及建筑、街巷等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村民对家园的直观印象和

情感依托。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说，多民族聚居村落承载着家园的文化内涵，即精神情感家园[27]。不同

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艺术形式等在村落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

围。这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使村落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所在，让人们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说，多民族聚居村落中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家园的社会网络，即族群互动家园。邻

里之间的互助、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了温暖而紧密的社会联系。这种人际互动让人们感受

到亲情、友情和邻里之情，使村落成为充满人情味的家园。

家园是家园共同体的基础，而家园共同体则是在家园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升华。它不再

仅仅局限于个体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感受，而是强调一个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基于共同的地域、文

化、利益和情感，形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家园共同体是众多家园的集合与融

合。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中，每个家庭的小家园共同构成了整个村落的家园共同体。没有一个

个具体的家园，就无法形成家园共同体。

基于德国滕尼斯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思想，家园共同体是以家庭为基础，以

多民族聚居村落为依托，通过全部村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家园共

同体旨在促进多民族聚居村落中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其具体涵盖社群利益、文化交

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与民族家园内涵的物质环境、族群互动、精神情感家园相对应，如

如图 2所示。社群利益共同体主要关注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物质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28]。它强调通过

合理的资源分配、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多民族聚居村落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提高村民

的物质生活水平，为家园共同体的建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交融共同体侧重于多民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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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与融合[29]。通过促进民族之间的通婚、文

化交流活动、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等方式，增进彼此的

了解与信任，打破民族隔阂，形成和谐共处、相互支持

的民族关系，使多民族聚居村落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家

园。情感价值共同体聚焦于多民族聚居村落中的精

神情感家园建设[30]。它致力于培养村民之间深厚的

情感联系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团结、互助、和谐等，

将这些观念融入村规民约中，引导村民的行为，增强

村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

家园环境。建构家园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

园共同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将多民族聚居村落

的物质发展、文化交流和精神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路径和方法。

2.家园共同体建构内涵解析

基于村落共同体的局限性，提出在多民族聚居村落建构家园共同体。一是因为多民族聚居村落

中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村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更为复

杂。村落共同体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准确描述和理解多民族聚居村

落的特点和需求。二是家园共同体概念更强调个体对村落的情感寄托和归属感。对于多民族聚居

村落的村民来说，村落不仅是一个生活和生产的地方，更是一个承载着各民族情感、文化和记忆的家

园。家园共同体从物质环境家园、精神情感家园、族群互动家园三个层面进行界定，更全面地涵盖了

多民族聚居村落中村民对村落的感受和需求。相比之下，村落共同体概念更侧重于村落的社会组织

形式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对情感和文化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三是家园共同体旨在促进多

民族聚居村落中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其涵盖的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

度与民族融合和发展的目标紧密相关。通过关注社群利益，可以改善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物质生活条

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文化交融，可以打破民族隔阂，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情感价值的

培养，可以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村落共同体概念在多民族聚居村落中难以很好地实

现这些目标。

家园共同体建构逻辑主要体现在:一是综合考虑多维度动态变化。主要是从社群利益、文化交

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社群利益的分化可能

会影响文化交融的方向和程度，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部分民族群体更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文化传

承和交流，进而影响文化交融同质化；文化交融的变化也会对情感价值产生作用，如文化特色削弱可

能导致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影响情感价值纽带。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原

则。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如市场经济冲击、旅游开发等，

同时要注重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情感价值的维护与

提升。通过合理规划旅游开发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保护传统文化基础上促进文化交融实现文化

可持续发展，通过增强村民参与和文化自信实现情感价值的可持续维护。三是突出政策和社区参与

的关键作用。政策引导如建设规划许可制度、传统村落调查与认定工作等为村落发展提供了方向和

保障；社区参与包括村民成立合作社、参与村落保护和发展活动等，是实现家园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动力。

3.家园共同体建构策略探讨

优化民族家园环境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和第一要务。民族家园环境作为民族生存与

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空间依托，其状况直接影响着家园共同体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2015 年 1 月，习

图 2 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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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于云南省考察并指导工作期间提出，积极开展“美好家园”建设活动，全方位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致力于将农村建设成广大农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个良好的民族

家园环境涵盖自然生态的和谐有序、基础设施的完备便捷以及居住空间的舒适宜人。其一，在自然

生态方面，需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对民族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

素进行系统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让民族家园镶嵌于绿水青山之间，为村民

提供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上，应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交

通网络，使民族家园内部及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畅通，促进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流；提升能源供

应、通信设施等保障能力，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打造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与幸福指数。其三，居住空间规划要充分尊重民族传统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将民族元素巧妙融

入现代建筑设计之中，营造出既具历史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居住环境，增强居民对家园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家园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空间框架。

激活民族文化发展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核心环节与重要动力。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家园的精神

纽带与独特标识，其发展能够为家园共同体注入深厚的内涵与活力。其一，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

的精髓要义，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得以延续与弘扬[31]。其二，推动民族文

化与教育、旅游、创意产业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既能拓展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又能为家园

经济发展开辟新径。其三，重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培育与扶持，带动全体村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从

而在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凝聚起家园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归属感。

激发家园保护意识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根本保障与思想根基。建设村落精神空间[32]是建构情感

价值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家园保护意识关乎着民族家园的可持续性与长久生命力。其一，借助宣传

教育活动，向村民普及家园保护的重要意义、涵盖范围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使保护家园成为村民的自

觉认知与行动准则。其二，积极组织各类家园保护主题活动，如家园守护志愿者行动、家园保护知识

竞赛等，在实践参与过程中强化村民对家园的热爱之情与责任担当。其三，通过表彰奖励家园保护

先进典型，树立榜样示范，激励更多村民投身于家园保护事业，共同为家园共同体的稳固构建筑牢思

想防线与群众基础。

五、结 语

文章通过对X村的深入剖析，揭示在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聚居村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通

过建构家园共同体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协同发展。这为其他地区的多民

族聚居村落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思路，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推动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在X村的商业开发过程中，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了统一行动，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研究不仅关注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发展的可持续性

的重要实践意义，而且在理论层面系统建构家园共同体框架体系，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

论体系。

一是规划引领与市场导向相结合。政府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明确了村落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保护要求。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缓冲

区，规定了不同区域的开发强度和建筑风格，确保了村落风貌的完整性和文化特色的传承。同时，充

分考虑市场需求和旅游发展趋势，引导市场主体根据规划进行投资和经营。企业在遵循政府规划的

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如特色客栈、主题餐厅、文化体验活动等，满足

了不同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市场效益最大化。

二是公共服务提供与市场主体培育相促进。政府加大对 X 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完善了交

通、水电、通信、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X村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如修建了游客服务

中心、公共厕所等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便利。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鼓励

创业创新。通过开展旅游培训、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等方式，提升了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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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市场主体在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下，积极拓展业务，提升服务质量，与政府共同推动X村旅游

产业的繁荣发展。

三是利益协调与合作共赢机制构建。政府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建立了政府、企业、村民等多

方合作共赢的机制。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过程中，政府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通过合理补偿、就

业安置等方式，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如在旅游项目开发中，优先安排村民就业，鼓励村民参与旅游

经营活动，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X村的

保护和公益事业。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通过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合作协议等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

和义务，共同推动X村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构成的村落家园共同体建构模式。我国幅员辽阔，

民族构成丰富多样，各个地区的村落因所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民族文化多元各异，经济发展程度参

差不齐，而这些不同之处极有可能对家园共同体的构建模式以及发展走向产生作用与影响。因此，

对不同地域村落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的建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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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Multi-ethnic Villages and Construction
 of Hom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X in Yunnan

FENG Huichao，HE Qingju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have impacted traditional multi-
ethnic villages，making it worthwhi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Under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communit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village community in multi-ethnic tra⁃
ditional villages.Taking Village X in Yunnan a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this paper examines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cross three periods：before market reform，during market reform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Before market reform，a stable community was formed in Village X. 
During market reform，tourism intervention brought rapid development but also led to issues such as un⁃
eve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a weakening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erged，rusulting in community 
degradation.During the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 mutually beneficial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emerged，focusing on fair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the concept of home community is defined from three dimensions：community interests，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motional value.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aspects such as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chang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daptability principles，prominent polic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elucidate its connotation.It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the home communit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 ethnic home environment，revitalizing ethnic cultural development，and enhancing awareness of home 
protection.

Key words multi-ethnic villages； village evolution； hom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rural gove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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